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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期虐待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的关系：
自尊的中介作用和友谊质量的调节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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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 2407 名青少年进行了调查，探究儿童期虐待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尊的中介作

用和友谊质量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儿童期虐待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2）自尊在儿童期虐待与青少年网

络欺负行为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儿童期虐待影响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的间接效应的前半段路径受到友谊质量的调节。

友谊质量高、低水平下，儿童期虐待对自尊的负向预测作用均显著，但在友谊质量较高的青少年群体中儿童期虐待对自尊的负向

预测作用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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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消息显示：
截至 2019年 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 8.54亿，普
及率为 61.2%。科技的发展使得欺负行为由现实世
界转向虚拟世界，一种新的、更为隐蔽的欺负方式—

网络欺负行为步入大众视野（Guo, 2016）。网络欺
负行为是指个体以电脑、平板、智能手机等电子信

息设备为媒介，以伤害他人为目的而反复出现的有

意敌对行为（Whittaker & Kowalski, 2015）。研究显
示，44.2%的个体曾参与过网络欺负（Selkie et al., 
2016），21.4%的个体曾是网络欺负的受害者（Tsitsika 
et al., 2015）。网络欺负作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健康问
题，会对个体造成严重的心理和社会影响。对比那

些从未卷入网络欺负的个体，网络欺负的参与者报

告有更多的抑郁、焦虑症状以及更高水平的自杀意

念（Rodelli et al., 2018; Wright et al., 2018）。同时，

网络欺负还会造成个体学业水平下降，物质滥用和

反社会行为的增加（Kowalski et al., 2014; Sinclair et 
al., 2012）。因此，鉴于以上负面影响，学者有必要
对网络欺负行为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进行探究。

家庭环境因素会对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产生重要影

响，但以往研究多为父母教养方式、父母控制等

变 量（Álvarez-García et al., 2019; Moreno-Ruiz et al., 
2019）。儿童期虐待作为一种典型的不良家庭因素，
其对网络欺负行为的影响却鲜有学者关注。因此，

本研究试图从此角度出发，探讨儿童期虐待对青少

年网络欺负行为的影响。

1.1   儿童期虐待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
儿童期虐待是指儿童期经历的性虐待、身体

虐待、情感虐待、身体忽视以及情感忽视的状况

（Bernstein et al., 2003），会对个体行为发展造成严
重不良影响。那些经历过儿童期虐待的个体会表现

出更多的欺负行为（Keene & Epps, 2016）。同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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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期虐待也被认为是引发个体网络欺负行为的高危

因素。研究显示，个体在儿童期经历的虐待水平越

高，其在青春期表现出的网络欺负行为也相应增多

（Wang et al., 2019）。同时，儿童期虐待也可显著
正向预测网络欺负行为（Kircaburun et al., 2018）。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特定的认知和行为模式主

要来自于对他人相似行为的观察与模仿（Bandura, 
2001）。受虐个体通过观察父母虐待自己的过程，
习得了暴力对待他人的认知及行为模式，具体表

现为经历儿童期虐待的个体青春期和成年期实施

暴力的风险会增加，这被称作暴力循环（Widom, 
1989）。依据暴力循环假设，经历过儿童期虐待的
个体长大后更有可能成为施虐者，并在网络环境中

恶意地攻击和欺负他人。已有研究揭示了儿童期虐

待对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的直接影响，但是这种联

系的内部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仍不清晰。因此本研究

试图探明儿童期虐待“经由何种因素”（中介变量）

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调节变量）影响青少年的

网络欺负行为。

1.2   自尊的中介作用
自我系统信念模型认为外部风险因素需要通

过个体的自我系统信念来影响适应结果（Sandler, 
2001）。因此儿童期虐待对网络欺负行为的影响可
能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来实现。自尊是影响个体

发展的重要结构，包括个体对自身价值正面或负面

的评价（Orth & Robins, 2014）。自尊的依恋理论
认为自我概念和自我价值是在与重要他人的反复互

动中发展起来的。良好的家庭环境可以为个体提供

成长所必需的各种资源，有利于个体形成良好的依

恋，进而发展出高自尊；相反，在忽视和虐待环境

中长大的个体不能得到足够的关怀与照顾，难以形

成安全的依恋关系，更易形成低自尊（Oshri et al., 
2017）。而低自尊又会增加个体产生问题行为的风
险。自尊下降的自我防卫观指出，个体都有维持高

自尊的倾向，当面临因虐待导致的自尊下降时会产

生保护和捍卫自我意识的动机，倾向于做出破坏性

行为。这给予个体重新评估自我形象的机会，使其

体验到力量感和控制感（Vogel & Mitchell, 2017）。
一方面儿童期虐待等不良的家庭环境会对个体自

我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引发个体的低自尊（Arslan, 
2016; Oshri et al., 2017）。另一方面，低自尊个体为
补偿自尊倾向于做出更多的破坏性行为，造成网络

欺负行为的增加（Brewer & Kerslake, 2015）。据此，

我们推测自尊可能中介儿童期虐待与网络欺负行为

的关系。

1.3   友谊质量的调节作用
儿童期虐待可能会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对网络

欺负行为产生影响，但是并非所有经历过儿童期虐

待的个体都会产生低自尊和网络欺负行为，所以儿

童期虐待影响网络欺负行为这一过程可能会受到其

他因素的调节。青少年正处于与同龄人密切相处的

关键期，同伴间的友谊能提供家庭内部无法获得的

重要信息，对个体心理及行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友谊质量可能对儿童期虐待影响网络欺负行

为的过程起调节作用。友谊质量指友谊关系的陪伴、

帮助、亲密和安全的程度（Gauze et al., 1996）。作
为一种常见的保护因子，友谊质量能调节风险因素

对个体外化行为的影响。研究显示，友谊质量在不

良教养方式和青少年外化行为的关系中起显著的调

节作用（Lansford et al., 2003）。同伴间的友谊为青
少年提供了独特的社会支持（Giletta et al., 2017）。
依据社会支持的缓冲理论，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

持能增强其应对压力的能力，有助于对抗风险因素

带来的不良影响，促进个体的良好适应（Cohen & 
Wills, 1985）。风险因素 (如儿童期虐待、低自尊 )
会对个体的行为产生负面影响，造成个体青春期网

络欺负行为的增加（Wang et al., 2019）。但如果受
虐待个体能够拥有高质量的友谊，就可以获得额外

的社会支持，减轻风险因素带来的压力体验，减少

网络欺负行为的发生；相反，如果受虐待个体拥有

低质量的友谊，则会加重风险因素的伤害，产生更

多的网络欺负行为。据此，本研究认为，友谊质量

可能调节儿童期虐待、自尊对网络欺负行为的影响。

友谊质量也能调节风险因素对个体内化问题的

影响。研究显示，友谊质量可以显著调节不良家庭

环境与青少年低自我价值之间的关系（Gauze et al., 
1996）。自尊的社会计量器理论认为自尊是一种社
会温度计，表明个体被他人接受和重视的程度（Leary 
& Baumeister, 2000）。青少年体验到关怀与爱护时
会形成高自尊，体验到拒绝和忽视时产生低自尊。

经历儿童期虐待的青少年如果拥有高质量的友谊，

就可以接收到额外的积极体验，形成较高的自尊；

但如果其拥有低质量的友谊，则会体验到更多的负

面信息，产生更低的自尊。据此，本研究假设，友

谊质量可以显著调节儿童期虐待对青少年自尊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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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因素与风险因素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会出现

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为增强模型：即同伴保护因

素可以削弱风险因素的不良影响，友谊质量的保护

作用在风险因素水平较高时更强；另一种则为减弱

模型：即同伴保护因素并不足以缓冲风险因素带来

的消极影响，友谊质量的保护作用在风险因素水平

较低时更强（刘丹霓 , 李董平 , 2017）。目前尚未有
研究检验友谊质量是否会在儿童期虐待与网络欺负

行为的关系（直接和间接路径）中起调节作用，具

体的调节模式也不得而知。因此，本研究仅假设友

谊质量可能在儿童期虐待通过自尊影响网络欺负行

为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但对具体的调节模式（增

强或减弱）不做假设。

本研究建构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对自尊

的中介作用和友谊质量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基于

现有的理论及实证研究，本研究提出四个具体的假

设：

H1：儿童期虐待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欺负行为。
H2：自尊在儿童期虐待和网络欺负行为的关系
中起显著的中介作用。

H3：友谊质量能显著调节儿童期虐待影响网络
欺负行为的直接效应。

H4：友谊质量能显著调节儿童期虐待影响网络
欺负行为的间接效应。

图 1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法，对来自太原市和长治

市的 7所中学的 2407名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被试
年龄在 11~16岁之间（M = 12.75岁，SD = 0.58岁），
其中女生 1202人，男生 1191人，未报告性别 14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儿童期虐待问卷
采用Bernstein等人 2003年修订的儿童期虐待问
卷的简化版测量青少年的儿童期虐待状况（Bernstein 

et al., 2003）。该问卷共有28个条目，包括5个分量表：
情感虐待、身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身体忽视。

问卷采用李克特 5点计分方式，分数越高，表明青
少年的儿童期虐待水平越高。该问卷在中国青少年

被试中适应性良好（Wang et al., 2019）。本研究中
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87。
2.2.2   自尊量表
自尊测量采用 Rosenberg编制的自尊量表
（Rosenberg, 1965）。该问卷共包含 10个条目，采
用 4级评分方式，分数越高，表明青少年对自我的
评价越积极。该量表在中国青少年被试中适应性良

好（姚崇等 , 2019）。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80，问卷效度拟合指标可接受：χ2(34)= 
495.70，RMSEA = .08，CFI = .95，NFI = .95，TLI = 
.92。
2.2.3   网络欺负行为问卷
采用Wright等人编制的网络欺负行为问卷测量
青少年的网络欺负参与程度（Wright et al., 2015）。
问卷共 9个条目，采用 5点计分方式，分数越高，
表明青少年在网络环境中欺负他人的行为越多。该

问卷在中国青少年被试中被证实有良好的信度和效

度（Wang et al., 2016; Wang et al., 2019）。本研究中
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93。
2.2.4   友谊质量问卷
采用 Parker和 Asher编制的《友谊质量问卷》

40项的简化版来测查青少年的友谊质量（Parker & 
Asher, 1993）。该问卷共有 18个条目，问卷采用 5
级评分，分数越高，表明青少年的友谊关系质量越

高。该问卷在中国青少年中适应性良好（邹泓等 , 
1998）。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88。
问卷效度拟合指标可接受：χ2(120)= 1426.47，
RMSEA = .07，CFI = .91，NFI = .91，TLI = .88。
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3.0、Amos 23.0以及 Hayes（2013）
开发的 SPSS宏程序 PROCESS进行数据处理与分
析。

3    结果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在数据处理前，采用 Amos 23.0进行了单因子
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单因子模型的拟

合指标很差（χ2/df = 24.00，RMSEA = .10，CFI = 
.34，NFI = .33，TLI = .30），这表明本研究的共同



77杨继平等 : 儿童期虐待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的关系：自尊的中介作用和友谊质量的调节作用

方法偏差并不严重。

3.2  儿童期虐待、自尊、友谊质量和网络欺负行为
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儿童期虐待与自尊、友谊质量

显著负相关。自尊与友谊质量显著正相关。网络欺

负行为与儿童期虐待显著正相关，与自尊、友谊质

量显著负相关。

3.3   自尊的中介作用
首先采用 SPSS宏程序 PROCESS的模型 4检验
自尊的中介作用。结果如表 2所示，在控制了性别
和年龄之后，儿童期虐待能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欺负

行为（β= .24, SE = .02, p < .001）。当儿童期虐待、
自尊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儿童期虐待能显著正向

预测网络欺负行为（β= .20, SE = .02, p < .001），
显著负向预测自尊（β= -.30, SE = .02, p < .001）；
自尊能显著负向预测网络欺负行为（β = -.13, SE = 

.02, p < .001）。偏差校正百分位 Bootstrap方法检验
表明，自尊在儿童期虐待和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之

间的中介效应显著，a×b = .04，SE = .01，95%的
置信区间为 [.03, .06]。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17%。
3.4    友谊质量的调节作用
采用 SPSS宏程序 PROCESS的模型 7检验友谊
质量的调节作用。方程 1评估友谊质量在儿童期虐
待、自尊与网络欺负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方程 2
评估友谊质量在儿童期虐待与自尊之间的调节效应。

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对性别和年龄进行

控制。

结果如表 3所示，方程 1显示：儿童期虐待显
著正向预测网络欺负行为，β = .20，p < .001；自尊
显著负向预测网络欺负行为，β = -.13，p < .001；
儿童期虐待与友谊质量的交互项对网络欺负行为的

负向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4，p >.05，说明友谊

表 1  各变量的平均数 , 均值 , 相关系数矩阵

注：*p<.05，**p<.01，***p<.001，下同。

表 2  儿童期虐待与网络欺负行为中介模型检验

表 3  儿童期虐待与网络欺负调节模型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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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不能调节儿童期虐待与网络欺负行为之间的关

系；自尊与友谊质量的交互项对网络欺负行为的负

向预测作用也不显著，β = -.03，p >.05，说明友谊
质量不能调节自尊与网络欺负行为之间的关系。方

程 2显示：儿童期虐待显著负向预测自尊，β= -.27，
p < .001；友谊质量显著正向预测自尊，β = .23，
p < .001，友谊质量与儿童期虐待交互项可显著负向
预测自尊，β = -.13，p < .001，说明友谊质量显著
调节了儿童期虐待和自尊的关系。具体来说，儿童

期虐待通过自尊影响网络欺负行为的间接路径的前

半段受到了友谊质量的调节。对于低友谊质量的青

少年，儿童期虐待通过自尊影响网络欺负行为的间

接效应为 .02，SE = .005，95%的置信区间为 [.01, 
.03]。对于友谊质量较高的青少年来说，儿童期虐待
通过自尊影响网络欺负行为的间接效应为 .05，SE = 
.01，95%的置信区间为 [.03, .07]。
为了更清楚地解释儿童期虐待与友谊质量交互

项的实质，我们将友谊质量按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

分为高、低分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并绘制了简单效

应分析图。如图 2所示，当友谊质量水平较低时，儿
童期虐待显著负向预测自尊，B simple= -.14，p < .001；
友谊质量水平较高时，儿童期虐待仍能负向预测自尊，

B simple= -.40，p < .001。结果表明随着友谊质量水平的
提高，儿童期虐待对自尊的预测作用增强。

图 2   友谊质量在儿童期虐待对自尊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儿童期虐待能显著正向预测网络

欺负行为，支持假设 1。暴力循环假设认为欺负行
为是可以习得的，受到虐待的儿童长大后更容易欺

负他人（Widom, 1989）。本研究结果支持了暴力循
环假说，表明遭受过儿童期虐待的个体不仅增加了

现实中欺负他人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在网络环境中

欺负他人的可能性。但儿童期虐待如何及何时影响

网络欺负行为仍不清楚，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自尊

和友谊质量在两者关系中的作用。结果表明，自尊

在儿童期虐待和网络欺负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友谊质量在儿童期虐待负向影响自尊的过程中起显

著的调节作用，在拥有高质量友谊的青少年群体中，

儿童期虐待对自尊的预测作用更强。

4.1  自尊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自尊在儿童期虐待和网络欺负

行为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支持假设 2。这对解
释儿童期虐待如何影响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具有重

要意义。自尊作为自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个

体适应外部环境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首先

受虐儿童由于遭到父母的虐待与忽视，会形成不良

的自我认知（Oshri et al., 2017）。多项研究证实了
儿童期虐待对青少年自尊的危害性（Arslan, 2016; 
Oshri et al., 2017）。其次低自尊个体为补偿自尊会
表现出更多的网络欺负行为（Brewer & Kerslake, 
2015; Vogel & Mitchell, 2017）。研究结果也支持自
我系统信念模型，表明儿童期虐待这类风险因素需

通过自尊等自我系统变量来影响个体的外部表现。

此外本研究提出的自尊的中介作用可以为青少年网

络欺负行为的预防和干预提供建议。通过努力培养

青少年高自尊的方式（认知行为疗法、叙事疗法）

消除儿童期虐待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少网络欺负行

为的发生。

4.2   友谊质量的调节作用
结果表明友谊质量不能调节儿童期虐待、自尊

对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的影响，这与我们之前的假

设不相符。这可能是因为对于高风险因素来说，社

会支持的保护作用有限（Vanderbilt-Adriance & Shaw, 
2008）。研究还发现友谊质量调节了儿童期虐待与
自尊的关系，随着友谊质量的增加，儿童期虐待对

自尊的负向预测作用增强，部分支持了假设 4。此
结果验证了保护因素的减弱模型，即友谊质量的保

护作用在儿童期虐待水平较低时更为明显。在低水

平的儿童期虐待条件下，父母虐待与忽视对个体自

尊的损害较小，因此朋友的关怀与支持可能大幅提

高个体自尊。相反，在高儿童期虐待的条件下，个

体感知到的负面信息较多，易形成稳定的不良自我

认知，即使得到来自朋友的关怀，也很难提升个体

自尊。这也说明不能过分夸大友谊质量的保护作用，

应当从家庭、同伴多个系统来预防和改善青少年的

网络欺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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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高友谊质量会增强儿童期虐待对自尊的

负向预测作用，这一令人意外的结果可能是友谊的

选择效应和共同反刍造成的。首先，相似吸引理论

认为人们更容易被态度或行为与自己相似的个体所

吸引（Berger & Calabrese, 1975），个体间内化问题
的相似性同样会对友谊选择产生影响（Giletta et al., 
2011）。儿童期虐待会造成个体的内化问题，表现
出高焦虑和高抑郁（Rehan et al., 2017）。因此受虐
个体更可能与有类似不良经历或内化问题的同龄人

发展友谊。友谊双方对受害经历或不良情绪的谈论

可能引发共同反刍。共同反刍是伙伴间的一种二元

过程，指过度地讨论问题、重提问题、思考问题以

及沉湎于问题的负面影响（Rose et al., 2014）。高水
平的友谊质量可能会强化共同反刍。共同反刍具有

社会性，双方对问题的反复探讨涉及到自我信息的

表露，与友谊的亲密感密切相关，因此友谊质量越

高个体间的共同反刍也越强烈（Rose et al., 2007）。
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积极的友谊质量也预示着个

体间共同反刍的增加（Felton et al., 2018）。虽然共
同反刍时可以向朋友分享想法与感受，但对负面信

息的过分关注也会导致个体的内化问题（Rose et al., 
2007）。同时沉溺于负面的问题及感受可能会导致
个体质疑自我价值和有效处理个人问题的能力，对

个体的自尊造成损害（Mor & Winquist, 2002）。因此，
随着友谊质量的增加，儿童期虐待对自尊的负向预

测作用反而增强。本研究明晰了儿童期虐待对自尊

的影响受到友谊质量的调节，证实了同伴在个体发

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在本研究中，友谊质量并

不能缓冲儿童期虐待对个体自尊的影响，这可能是

友谊双方对负面信息的过度关注造成的，可以针对

这个问题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

4.3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在中

国文化背景下实施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诸如“打

是亲，骂是爱”的观念，因此可能存在对儿童期虐

待事实的低估（Wang et al., 2019），研究结果推广
到西方文化背景可能存在局限性。第二，本研究采

用横断设计，所以无法推断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未来可以考虑加入纵向研究进一步考察；第三，各

变量的测量完全基于自我报告的方法，被试的回答

可能受到社会赞许效应的影响，未来可以考虑加入

实验法等更为客观的测量方法；最后，本研究被试

仅为山西省几所中学的学生，所以实验结果推广到

其他群体可能存在困难，未来应在更多的被试群体

中检验研究结果。

5   结论

（1）儿童期虐待可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欺
负行为。

（2）自尊在儿童期虐待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
的关系中起显著的中介作用，儿童期虐待通过自尊

影响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

（3）友谊质量在儿童期虐待和自尊的关系中起
显著的调节作用。高、低友谊质量条件下，儿童期

虐待均可显著负向预测自尊，但是在友谊质量较高

的青少年群体中，儿童期虐待对自尊的负向预测作

用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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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bullying has shifted from the real world to the virtual 

world, a new form of bullying has emerged which is called cyberbullying. Cyberbullying has a high incidence among adolescents. Studies suggest 

that 44.2% of individuals have experienced at least one cyberbullying and 21.4% of individuals have been cyberbullied. Cyberbullying can have long-

lasting negative effects on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such as higher anxiety,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So,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risk 

factors and protective factors of cyberbullying. The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adolescents with high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re more likely to 

cyberbully others. Howev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which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ffects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remains unclear. The 

present study constructed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o examine whether self-esteem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and whether this mediating process was moderated by friendship quality. 

The data for the current study were collected as part of the first wave of an ongoing longitudinal study in Taiyuan and Changzhi, Shanxi 

province. A total of 2407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seven middle schools participated in this investigation. Participants aged from 11 to 16 years 

old, with 1191 boys, 1202 girls and 14 participants without gender report. After given informed consent, participants completed a pencil and paper 

questionnaire (including childhood maltreatment questionnaire,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questionnaire, self-esteem questionnaire, and friendship 

quality questionnaire) in privacy, and all information collected was self-reported.

Before testing hypotheses, all variables were standardized. We took gender and age as control variables in this study. First, SPSS 23.0 was 

used to tes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ariables. The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riendship quality were tested 

by the PROCESS macro for SPSS.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Childhood maltreatmen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Childhood maltreatment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esteem and friendship quality. Self-esteem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Friendship qualit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esteem. The testing for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indicated that: (1) 

Childhood maltreatment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2) Self-esteem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gender and age. (3) Friendship qualit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self-esteem. 

Our findings have sever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tributions. From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it provides an empirical framework for 

researchers through test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riendship quality. These results could clea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between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From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this study provides guidance for the next 

intervention works. First, it is important to provide a warm family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 Second, the incidence of cyberbullying can be effectively 

reduced by improving teenagers’ self-esteem. In additi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friendship quality has protective effects on individuals’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However,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friendship quality has a limited protective effort against high-

risk factors such as childhood maltreatment.

Key words    childhood maltreatment, self-esteem, friendship quality,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adolescent


